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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法显西行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尤其是《佛国记》的广泛流传，其中记述之印度佛法盛况对中国佛教发展起到
了示范作用，法显翻译之《大般泥洹经》为般若学与涅?学的融通开启机缘，其翻译的律藏经典促进了中国佛教僧团建设，也促

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和民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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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传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
并不断进行改造，使其在义理思想、仪范轨制等诸多方面都发

生变化，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民族性和文化品格而有别于

印度佛教的独特风貌。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许多僧人为

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法显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武阳人。３岁被送寺庙为沙弥，其
后正式出家。法显为人志行明敏，行谊整肃。由于有感于当

时佛经不甚完备，戒律多谬误及残缺，故矢志往天竺求经。东

晋隆安五年（３９９年），与同学慧景、道整等由长安出发，经陕西
陇县“夏坐”，至张掖，与智严等僧人相遇，相约同行。至敦煌

后，停留月余，然后进入一千五百里的流沙路。后到达鄯善，

西北行至乌夷国，法显在此稽留三个月，再至于阗，在此复停

留达三个月，参观当地庄严殊胜之行像仪式，其后继续西行，

入葱岭，过印度河，到达北印度乌苌国，开始他为时六年多的

周游印度、循礼佛迹的旅程。４０３年，法显到达中印度摩竭陀
国，在此参观佛迹、学梵语、写律经，得《摩诃僧癨律》一部。法

显再沿恒河南下，到达多摩梨帝国，在此写经画像。两年后，

到达狮子国，在此逗留两年，求得律部《弥沙塞律》藏本及其他

经本。义熙七年（４１１年），法显坐商船东归，途遇大风，大船损
毁，只得把随身行李抛弃，仅保存所得经像，漂流海上，几经艰

辛，共历八十余日，才到达山东青州，义熙十年（４１４年）七月至
建康，在中国翻译佛经，并完成纪行稿，４２３年卒于荆州。

一、《佛国记》中对释迦牟尼佛及舍利的崇拜，促使中国佛

教日益向民间化方向发展

法显归国后，根据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佛国记》，其中记

载了西域诸国及印度建立佛塔寺庙、释迦造像、供养佛顶骨、

佛牙，膜拜佛钵、佛杖等活动的情形。此类活动都是佛教民间

化的表现形式。种种佛教崇礼膜拜形式，成为中国佛教信仰

效仿之楷模，影响中国佛教向民间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包

含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对佛陀的遗骨、遗物、遗迹的崇拜。

有关佛钵、佛杖等遗物的记载不少，这些遗物被赋予了神

秘的功德。如《佛国记》中载：“葽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

国。……佛钵即在此国。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

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兴供养。

供养三宝毕，乃籌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

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

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可有七

百余僧，日将中，众僧则出钵，与白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

至暮烧香时复尔。可容二斗许，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

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华投中便满；有大富者，欲以多华而

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不能满。”［１］可见，佛钵在弗楼沙国的

传奇故事以及所包含的所谓神异功德威力已为人们所认可，

并成为北印度一种佛教信仰的民间化形态。供养的佛锡杖也

被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那竭国（今阿富汗）城东北一由延，

到一谷口有佛锡杖，亦起精舍供养，杖以牛头旃檀作，长丈六

七许，以木筒盛之，正复百千人，举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

有佛僧伽梨精舍供养。彼国土俗亢旱，国人相率出衣，礼拜供

养，天即大雨”［２］。《佛国记》中这些描述佛锡杖、衣服所具有

神奇力量的内容，很容易使一般民众为获得庇护而产生浓厚

的兴趣，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

佛舍利的供养在印度也比较兴盛，如在那竭国醯罗城供

养佛顶骨，《佛国记》载：“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国界醯罗

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校饰。国王敬重顶骨，虑

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

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开户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顶骨，

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椹，?下，琉璃钟覆上，皆珠玑校

饰。骨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后，精舍人则登高

楼，击大鼓，吹螺，敲铜钹。王闻已，则诣精舍，以华香供

养。”［３］另外，《佛国记》中还记载，摩竭提国（今印度比哈尔邦

巴特那）也有阿育王建造的舍利塔和石柱，竭叉国（今喀什）有

对石制佛唾和佛牙的供养塔，僧伽施国（今印度北方邦法鲁巴

克德），有收藏佛发、佛爪的大塔等。从《佛国记》中的这些记

载可见，释迦灭度之后的印度以及西域一带，供养礼敬释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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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骨、遗物、遗迹，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第二种是对佛、菩萨造像的崇拜。

有关佛像的供养，《佛国记》中有不少记载。如在西北天

竺的陀历国有木制的佛像，曰：“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

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

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术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

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日

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４］又如在竭叉国，

“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

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

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翟摩帝僧是大乘

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

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

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腕天冠，易

著新衣，徒跣持华香，与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焚香。像

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摇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

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四月一日为始，至十

四日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５］。再如在狮子

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僧伽蓝中也供有青玉塑像，曰：“塔边

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

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一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

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可见，这些佛像的形体、容

貌和姿仪皆祥和、宁静、端详、庄严，起到了所谓“人神沟通”的

桥梁作用，并已被大众所接受。

第三种是对石柱、石窟的礼敬。

有关石窟的礼敬，在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有石窟的记载。

《佛国记》曰：“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

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释将天乐般遮弹琴乐佛处。帝

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一一以指画石，画迹故在。此中亦有僧伽

蓝……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崛山。未至头三里，

有石窟南向，佛本于此坐禅。西北三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

于中坐禅，天魔波旬化作
3

鹫，住窟前恐阿难。佛以神足力隔

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今悉存，故曰‘
3

鹫

窟山’。窟前有四佛坐处。又诸罗汉各各有石窟坐禅处，动有

数百。佛在石室前，东西经行。调达于山北
%

鞻间，横掷其石

伤佛足指处，石犹在。”可见，在当时的印度石窟中，内容多是

对佛陀生前说法的回忆和信仰。

《佛国记》中介绍这些具有“神奇功能”的供养物，大大地

影响了中国佛教向民间化的发展，有些至今仍深有影响。如

对佛足印的崇拜，法显度过印度河，到了乌苌国。“传言佛至

北天竺，即到此国已。佛遗足迹于此。迹或长或短，在人心

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度恶龙处，悉亦现在。石高丈四尺，

阔二丈许，一边平。”［６］其中佛足印是早期佛教的一种重要崇

拜对象，直到玄奘时代依然十分流行。书中还记载了北印度

的佛本生遗迹，例如在宿呵多国，法显就考察了一种本生信

仰：“昔天帝释试菩萨，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即成道，与

诸弟子游行，语云：‘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于

此处起塔，金银籌饰。”［７］此外，法显在北印度还看到与此相同

的另外几处本生信仰遗迹。在犍陀卫国，“佛为菩萨时，亦于

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金银籌饰”［８］。在竺
4

尸罗，

“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复东行二日，

至投身饣委饿虎处”［９］。佛本生故事中的割肉喂鸽、舍身施虎、

以眼施人、以头施人等内容，不但在佛教界成为激励僧人行善

布施的榜样，而且成为中国佛教壁画和塑像的重要素材，在佛

教走向民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法显乘坐商船，在狮子国遇到困难时，却一心念观世音及

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

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

于是复前。”［１０］法显在危难之际祈求观音，是印度佛教信仰之

风的播散，之后观音信仰在中国也迅速传播，观音成为佛教中

影响最大的神灵之一。

二、法显回国后译经以及撰写的经论，推动着佛教义理在

中国的发展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佛教与中华民族双向选择的过程。佛

教自汉代开始，诸多义理在传到中国后，往往与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

魏晋时代，佛教的般若学传到中国。般若学讲缘起性空，

认为宇宙一切事物都是原因条件结合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

如此，正因为万事万物之缘起，因此也是性空的。佛教认为现

象是有，本质是空，但性空离不开有，故缘起性空。这套理论

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却很难理解它，在当时一些中土佛教学

者中产生了疑惑，也引发了他们的思考。例如，与僧肇、道生、

道融并称为“关中四圣”的僧轈，在协助鸠摩罗什译完《妙法莲

华经》之后，见经中说实归本，云佛寿无量，即便叹曰：“《法华

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也。”［１１］他还把《般若》与《法

华》作了一番比较，认为：“至如《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

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

为本，应务之门，不得不以善权为用。权之为化，悟物虽弘，於

实体不足。皆属《法华》，固其宜矣。”［１２］僧轈朦胧地意识到，

似乎应该确立一个“实体”，而不能只在“空”中打转。般若不

但是“破”（破除世惑），而且还应有所“立”（建立实体）。但

是，这个应立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呢？《法华》虽然讲到如来

寿量长远，不过却并未论及佛身是常。因此，僧轈在《法华》中

找不到完满的答案。

随着法显的西行，带回了六卷本的《大般泥洹经》并将其

翻译出来，这个问题也逐渐有了答案。如慧轈在《喻疑论》中

所言：“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

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

佛性，学得成佛。’……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

始可悟，金以莹明，显发可知。”［１３］可见，大乘《大般泥洹经》涅

?佛性之明文，为当时的佛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但与此同时，《大般泥洹经》的译出也给当时的中土佛学

界带来一些疑惑，并由此引发了晋宋之际中土佛教学者之间

的激烈争论。其中“般若性空”与“涅?妙有”的论争，成为当

时乃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佛学界所面临的最核心的

问题。有的佛教学者，往往把般若学与涅?学对立起来，以般

若学的“空”否定涅?学的“有”，以“人无我”否定“佛性我”，

甚至把“佛性常住说”视为“神明不灭论”而加以指责。有的佛

教学者则致力于般若学与涅?学的会通工作。如道生，在注

释《维摩诘经》的时候，即把“般若性空”所讲的“无我”与“涅

?妙有”所讲的“佛性我”会通起来，指出：“无我本无生死中

我，非不有佛性我也。”［１４］在此，道生认为，虽然般若表面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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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但究其实质，说“无我”恰是为了表有“真我”。般若

是通过扫一切相来显示实相，涅?则直接以佛性来体明真际。

因此，般若性空学说与涅?佛性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道生等人就把般若学与涅?学在理论上相互结合，在般

若学实相论基础之上来构建涅?佛性论学说，为后来佛性论

思想的发展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架构。

然而，追本溯源，促使中土佛教学者把“般若性空”与“涅

?妙有”的关系视作佛教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从而

把实相与佛性联结起来的最初机缘，即在于法显所携归的《大

般泥洹经》的译出。这对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有着

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法显西行带回及翻译的律藏经典，促进了中国佛教的

制度化

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虽有经典的传译，却独缺律典的

传来。直至三国时代的曹魏嘉平年间（２４９—２５３年），戒律始
传中国。《高僧传》载：“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以

魏嘉平中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

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

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

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

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１５］这表明当

时中国的僧人缺乏戒律的约束，于是译出《僧祗戒心》戒本一

卷，这是中国戒律之始。此后，在中国出现了依戒法而出家之

制。《佛祖统纪》卷３５载：“汉魏以来，二众唯受三归，大僧沙
弥曾无区别。昙摩迦罗乃上书乞行受戒法，与安息国沙门昙

谛同在洛，出昙无德部四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门朱士

行为受戒之始。”［１６］从此，中土僧团开始建立了传戒制度。

随着佛教的发展，僧团规模不断壮大，而维持僧团的制度

却不完备，尤其佛教戒律较为缺乏，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

题。如道安认为，尽管大法东流，而佛教戒律却至为不全，“云

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１７］。所以，法显的西行

求法，正是为了求取律典。《佛国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

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

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１８］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

“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念念不忘的是戒律的

完善，足以说明当时僧团中进行戒律规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没有戒律之约束，僧团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的局面，甚至

会引起统治层的关注和不安。如《高僧传》卷六载：“大法东

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顺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１９］

只有僧团制定了规约，僧人的日常修持才能有约束，才会区别

于世俗之人，也才能为统治者所接纳和认可。由此可见，法显

西行求法对中国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据《佛国记》的记载，法显在天竺游历十余年间，在巴连弗

邑得《摩诃僧癨众律》《萨婆多众律》各一部，又在狮子国得

《弥沙塞律》一部。其中《摩诃僧癨众律》，在他回国后即与佛

陀跋陀罗一起在建康道场寺译出；《弥沙塞律》则由稍后刘宋

时的佛陀什和竺道生等译出；《萨婆多众律》则因在法显回国

时已由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译出了《十诵律》，所以未再有传

译。即此可见，法显为中国汉地僧团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主要

依据，充实僧团制度的建设。纵然，唐代以降，中国律宗是以

《四分律》为根本，但法显对中国佛教戒律的发展完善仍发挥

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佛国记》中对印度佛教供养制度的记载，也影响着中

国佛教供养制度和寺院经济的发展

佛教创始之初，僧侣就以乞食为生，需要信众供养，《佛国

记》也有记载。如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昔月氏

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笃信

佛法，欲持钵去，故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校饰大象，置钵其

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

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

留镇守，种种供养。可有七百余僧，日将中，众僧则出钵，与白

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２０］。又如在那竭国界醯罗城，“国

王敬重顶骨，虑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

护。清晨，八人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开户已，以香汁洗

手，出佛顶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椹椹下，琉璃钟覆

上，皆珠玑校饰。骨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后，

精舍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螺，敲铜钹。王闻已，则诣精舍，

以华香供养。供养已，次第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王

朝朝如是供养、礼拜，然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

家事。日日如是，初无懈。供养都讫，乃还顶骨于精舍。中

有七宝解脱塔，或开或闭，高五尺许，以盛之。精舍门前，朝朝

恒有卖华香人，凡欲供养者，种种买焉。诸国王亦恒遣使供

养。精舍处方四十步，虽复天震地裂，此处不动”［２１］。又如到

达竭叉国，“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

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集已，庄严众僧坐处，悬缯

幡盖，作金银莲华，著缯座后，铺净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

养。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时。王作会已，复劝诸群

臣，设供供养。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乃至七日，供养都毕。

王以所乘马，鞍勒自副，使国中贵重臣骑之。并诸白毡、种种

珍宝、沙门所须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布施已，还从僧

赎”［２２］。

除国王对佛教的信仰之外，还有居士、商人及普通民众

等。如狮子国“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屋宇严丽，巷陌

平整。四衢道头皆作说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

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众食。

王别于城内供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本钵往取，随器所容，

皆满而还”［２３］。又如在摩头罗国，“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

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

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

床蓐、饮食、衣服，都无阙乏，处处皆尔。众僧常以作功德为

业，及诵经、坐禅。客僧往到，旧僧迎逆。代檐衣钵，给洗足

水，涂足油，与非时浆。须臾，息已，复问其腊数。次第得房

舍、卧具，种种如法”［２４］。可见，当时印度僧团受王室及贵族

之供奉，财富积聚，已非昔日可比，因而寺院经济较为发达。

《佛国记》中对印度佛教的供养制度的记载，也深深地影

响着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在早

期，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经济，主要靠朝廷和民间的资助或供

养。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上层统治者大多笃信佛教，

给予其巨额的经济支持。《佛祖统纪》卷六载，陈宣帝太建九

年（５７７年），令“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２５］。梁武帝于阿育王
寺设立大规模斋会，供养寺院金银供具，并施钱一千万作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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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基业［２６］。除此而外，一些信佛的王公贵族也对寺院、僧人进

行供养，甚至民间的信众“糜费巨亿而不吝”［２７］。这些说明此

时佛教已经不断地深入民间，商贾、平民、贫民、流民等阶层便

成为信仰的主体。他们之所以愿意花费巨大的人力与物力来

宣扬佛教，主要目的仍是为祈求“功德”与“福田”，能使其家族

继续保持（或改善）此世的命运以及死后上生于兜率天或西方

净土。从当时之造像铭、供养画像的题记中可看到这样的祈

求，如《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曰：“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

饰仪丽晖，以□（释）永或。愿圣主契齐乾坤，□□（德隆）运
表。皇太后、皇太子□□（延祚）无穷。群辽百辟，存亡宗
□（亲），延沈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２８］又如《刘洛
真造像记》曰：“为亡父母敬造弥勒像二区，使亡父母托生紫微

安乐之处。还愿七世父母，师僧眷属，见在居门，老者延年，少

者益寿，使法□□生，一时成佛，咸愿如是。”［２９］这样的例子举
不胜举，都说明中国佛教在日益走向大众化，被人们接受和

认可。

五、法显西行中体现出的爱国护教之情感，感染了此后无

数的僧人，推动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与发展

法显并非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第一人，但其不畏艰难险

阻，不惧生死危难的行迹，都被详细记录于《佛国记》之中，“所

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

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３０］。其勇猛精进，为法忘躯的精

神，为后世佛教信徒产生巨大的榜样作用。法显归国后不久，

昙无竭与僧猛、昙朗等人“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

身之誓，……发迹北土远适西方”［３１］。宋云、惠生等人也紧随

其后，并著有行记。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亦受到法显精神

的感染，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法师讲述曰：“昔法显

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

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不许。诸人咸退。

唯法师不屈。”［３２］由此可见，法显西行对后代僧侣的影响是非

常深远。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像法显、玄奘这样的僧人努力下，

佛教才得以在中国推陈出新，发展壮大。

在《佛国记》中我们多次看到法显触景生情、思念故乡的

描述，体现出法显爱国与爱教的精神。如“法显去汉地积年，

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

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

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３３］。在航行多次遇到危险时，“唯

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３４］，法显睹物思乡的真挚情

感，以汉地众僧为念的拳拳之心，无不流露出他对祖国的思念

与眷恋，对中国僧众的殷殷关切之情。这是一种爱国爱教的

崇高精神，这种精神为后代树立了榜样，影响深远。

法显西行求法，将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记录于《佛国

记》之中，印度佛教的崇拜形式、供养制度，特别是戒律经典对

中国佛教的制度化以及向民间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

影响。法显的舍身求法，不怯不疑、为法忘己，不怖不畏的精

神和功业，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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